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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结构、市场整合与经济效率＊

陈 旭　邱 斌

摘要：本文基于校正后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测算各省份的多中心结构指数，运用工具变量估计
考察区域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在其中所发
挥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多中心结构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
的“倒Ｕ”型特征，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和东中部地区，而中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则
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少数地区的经济效率由于多中心水
平过高的空间发展模式而受到抑制。其次，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且
该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和东中部地区。最后，城市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在多中心结构影响经
济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非线性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我国未来城市规模体系发展模式提供了
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多中心结构　市场一体化　经济效率　替代效应　调节效应

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飞速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现实要求，由区位相近的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
组成的城市网络逐步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依托。加之近年来中国大中型城市数量和规模
的不断扩张以及城际交通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互联互通的多中心空间格局逐步显现。正如《全国
国土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所强调的，构建多中心网络型集聚开发的格局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意见》也强调了“加强区域内部城市间的紧密合作”这一战略方针。这意味着互联互通的多中心
空间发展模式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长期以来中国地方经济增长受到
市场分割的约束背景下，多中心结构有助于通过促进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实现经济活动和资源要素在
更大地理范围上的整合和重构，进而推动要素利用效率的进一步提升（Ｍｅｉｊ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相比于过去较长时期内我国部分城市依靠地方保护和本地资源禀赋实现经济增长的城市竞

争模式，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Ｆｕｊｉｔａ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３）指出，城市并非
越大越好，城市规模在集聚经济和市场拥挤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动态博弈下存在一个最优水平，过
大的城市规模可能会由于城市承载力不足而造成资源误置和生产效率受损。对于中国而言亦是
如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城市凭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汇聚了大量生产要
素，伴随而来的则是交通拥挤、过度竞争等集聚不经济现象（王垚等，２０１７）。与此同时，通信和交
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使得城市区域化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现实压力和发展规律的双重驱动促使我
们开始在超越城市个体的更大范围上思考空间组织的重构。为此，习近平（２０１９）总书记强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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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城市自身规模的扩张，还体现为城市之间通过共建形成的优势互补的区域空
间布局。特别是在中国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产业布局逐步转型的发展背景下，服务业汇
聚于区域中心城市、次级节点城市承接工业制造业的多中心发展模式愈发明显（孙斌栋等，２０１７）。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持续深入开展的过程中，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要素持续流入城市①，如何
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区域多中心结构的正向溢出效应来提升我国城市经济效率值得
我们深入探讨。
为此，本文借助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各省份的多中心指数，然后基于严格外生的地理数据和

宏观冲击数据构建工具变量，进而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索我国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区域
内城市经济效率的动态影响，并考察其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国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区域空间格局的规划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省份而非城市群作
为多中心结构地理单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锦标赛”的存在，省际行政边界大大降低
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空间溢出和吸纳效应，但是对省内中小城市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保护和
促进作用（许政等，２０１０）②；另一方面，不同省份在产业政策、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差异较大，
在各省份市场保护和政府竞争仍然存在的背景下，打造省内多中心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之间的市场
整合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说

多中心结构可理解为特定地理范围内要素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均衡分布，区域中经济规模较为接
近的大城市越多，意味着该地区多中心水平就越高。其本质也是区域内的要素、资源以及经济活动
在超越城市的更大地理范围内的多中心式集聚。关于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城市
经济密度的增加能够通过学习效应、知识共享以及劳动匹配这三种途径提升经济效率（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
Ｐｕｇａ，２００４）。近年来，大量研究证明了城市经济效率能够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苏红键、魏后
凯，２０１３；Ｃｏｍｂｅｓ　＆Ｇｏｂｉｌｌｏｎ，２０１５）。然而，集聚与经济效率之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线性关系，经济
活动的集中在提高资源边际利用效率的同时，生产要素供不应求、公共设施承载力不足等拥挤效应
也伴随而来。因此，城市经济密度存在一个最优水平（Ａｒｎｏｔｔ，２００７）。对于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
中国而言亦是如此。陈旭等（２０１６）从贸易发展视角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有少数城市已出现过度集
聚的现象。类似的，王垚等（２０１７）进一步从经济效率视角指出，中国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呈
现显著的“倒Ｕ”型特征，且部分城市已出现过度集聚导致效率损失的现象。
在中心大城市的拥挤成本逐步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打造区域次级中心城市疏解和分担中心大城

市的部分功能，以减少中心城市因过度集聚产生的高昂的拥挤成本，并逐步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是
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孙斌栋等，２０１７）。关于多中心结构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Ａｌｏｎｓｏ（１９７３）首次提出多中心城市网络中的借用规模（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ｓｉｚｅ）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
为，多中心区域内的中小城市能够受益于附近大城市的集聚经济，经济活动更容易避免由拥挤造成
的损失，区域内整体的经济效率借此得以改善。随后，在借用规模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多中心城市网
络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得到更多的探索和证明。Ｐｈｅｌｐ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基于英国企业数据的研
究发现，对于大都市区周边且通勤效率较高的乡村地区，当地企业能够较为充分地享受到来自大城
市的技术溢出。Ｂｕ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研究结果显示，多中心城市网络在形成过程中逐步打破市场分
割，各城市能够借助分工协作促进资源、技术乃至市场信息的传播和溢出，不仅在城市内部，相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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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截至２０１９年，我国以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为６０．６％。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３０％～７０％之间是
城市快速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有更多的人口会进入城市。

“政治锦标赛”是由（周黎安，２００７）等一系列研究提出，该理论指出，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
下级官员，下级官员有着很强烈的动力来发展经济以求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升迁。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经济
发展，不仅会与相邻省份开展竞争，还会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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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也能够享受到彼此的集聚经济效应。Ｍｅｉｊ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多中心城市网络可
以作为城市内部集聚经济的一种替代，相比于“一城独大”的单中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具有更高水平
的经济增长。

不仅是借用规模，伴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区域内部的产业互补性和乘数效应也随之提高。

因此，相对于单个大城市的内部集聚经济，多中心城市网络依托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投入产出
和分工协作实现更为明显的市场效应。例如，张学良等（２０１７）基于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发现，

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原因在于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市场一体化。

陈玉、孙斌栋（２０１７）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多中心发展模式，单中心区域空间结构由
于城市之间过大的发展差距，导致中小城市难以和中心城市形成合理有效的分工体系，生产效率不
升反降。此外，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土地租金的增加，工业制造业企业逐步由大城市迁移至邻
近中小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则汇聚在大城市，不同层级的城市在产业上的清晰分工和定位减少
了协调成本（Ｍｕｋｉｍ，２０１５），经济效率自然随之提升。

尽管“一枝独秀”的单中心结构容易引致市场拥挤和生产效率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多中心水平
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我国整体城市规模未达到最优水平的情况下，区域内过于均衡的扁平化城市规
模体系反而抑制了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导致要素利用效率的增长空间受到抑制（陆铭等，２０１１）。

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网络能够保持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主要得益于区域
中心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２０１５）。过于均匀的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不仅弱化了中心大
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优质要素的边际产出更是受到了抑制。例如，Ｐａｒｒ（２００２）研究发
现，与单中心区域结构相比，在由若干中等规模城市组成的多中心城市网络中，城市之间的交流沟通
成本相对较高，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知识技术的溢出。换言之，如果区域内缺乏发挥“龙头地
位”的核心城市，而是由若干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较大城市组合而成，过于扁平化的城市规模分布反
而抑制了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并引致经济效率受到损失。随后，张浩然、衣保中（２０１２）基于中国十
大城市群的实证检验显示，相比于多中心发展模式，当前单中心结构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主要
原因是我国多数城市群尚存在核心城市规模不足、中小城市规模偏大的特征（潘士远等，２０１８）。正
如陈钊、陆铭（２０１４）所强调的，中国特大城市的经济人口密度和辐射带动效应仍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过早地限制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反而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资源错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
究假说：

假说１：多中心结构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Ｕ”型特征，即当多中心程度较低时，此
时区域内城市经济效率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增长；当多中心程度较高时，区域内城市经济效率
反而将受到多中心发展模式的抑制。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城市之间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造成的要素流动受阻和资源配置效率不
足，打造多中心城市网络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城市对周边中
小城市空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关于市场整合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流观点认为，由地方保护造成的
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效率，原因在于市场分割通过资源误置导致要素利用效率的下降和
产业重复建设（盛斌、毛其淋，２０１１）。比如，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短期经济绩效，不惜违背自身比较优
势而盲目发展新兴产业，造成资源的空间错配以及更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但从长期来看，这无疑会
损害城市的经济绩效（徐保昌、谢建国，２０１６）。为此，张学良等（２０１７）指出，通过政府合作实现城市
之间的市场整合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绩效。正因为如此，市场分割对城市经济效率造成的负面影
响成为中国通过塑造多中心城市网络实现更高经济效率的前提条件（金志云，２００７）。我们有理由相
信，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具体而言，洪银兴、吴俊（２０１２）认为，长三
角城市群之所以能够保持突出的经济成绩，主要原因在于上海这座中心城市巨大的辐射力、突出的
首位度以及对区域整体的协调和服务能力。换言之，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单中心区域结构同样能够带
来突出的经济绩效。宋冬林、姚常成（２０１９）研究发现，多中心城市网络中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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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作协调机制有效削弱了城市之间的市场分割，这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此
外，Ｍｅｉｊｅｒｓ（２００５）的研究也证实，多中心城市网络对经济活动发挥正外部性的前提是城市之间的密
切合作和功能互补。如此一来，对于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本身具有高效的资源配置和
明显的规模经济，这可能将导致多中心结构对经济效率的积极影响反而相对有限。而对于市场分割
较为明显的地区而言，多中心结构能够进一步放大高等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中小城市经济
更快地增长（彼得·霍尔、钱雯，２００９）。因此，市场一体化与多中心结构在影响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可
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２：市场一体化与多中心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即当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时，多中心
发展模式更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而当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多中心发展模式对城市经
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受到削弱。

现有研究为我们思考多中心结构、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也
存在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目前国内外关于多中心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聚焦于省域或
城市群层面的多中心结构对省级（或城市群）层面经济发展的影响，忽略了城市个体的异质性。由于
不同城市在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同一区域内不同城市受到多中心结构的影响可能不
尽一致。其次，目前关于多中心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二者之间为线性关系（这可能是导
致现有研究观点存在巨大分歧的原因之一），然而，区域多中心结构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中心城
市集聚经济的稀释和拥挤效应的缓解，正是由于多中心发展过程中蕴含的正负外部性，使得多中心
结构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最后，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是否存在互
动关系亦未得到直接探讨。

为此，本文将重点探索各省份多中心结构对区域内城市经济效率的动态影响，以及市场一体化
与多中心结构之间所发挥的交互效应。本文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延伸。第一，探讨了
中国各省份层面的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区域内各城市层面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该影响在
不同规模、不同区位的城市中存在的差异，为我们思考城市发展之间的适度差距提供了依据。同时，

广泛的样本也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普遍参考性。第二，进一步考察了市场一体化与多中心结构对经济
效率产生的交互效应，以探索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市场整合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第三，讨论
了省份内城市之间的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在多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

为我们思考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提供了一定的现实证据。

三、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模型的切入点和框架，对生产函数进行延伸来考察多
中心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Ｙ ＝ＡＫαＬβＨ１－α－β （１）

其中，Ｙ 表示地区总产出，Ｋ、Ｌ和Ｈ 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投入，Ａ表示生产过程中的
效率因子。式（１）可进一步精简为：

ｙ＝Ａｋαｈ１－α－β （２）

其中，ｙ表示人均产出，ｋ和ｈ分别表示人均资本投入和人均人力资本。式（２）意味着，地区人均
产出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其他能够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本文参考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的方法，将其归入效率因子Ａ中，这里包括区域空间结构、市场一体化水平、人口规模、政
府干预等等，表达式为：

Ａ＝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ｇ，ｐｏｐ…） （３）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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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ｐｇｄｐｉ，ｔ ＝α０＋α１ｐｏｌｙｉ，ｔ－１＋α２ｐｏｌｙ２ｉ，ｔ－１＋α３ｉｎｔｅｇｉ，ｔ－１＋α４ｐｏｐｉ，ｔ－１＋α５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１
＋α６ｆｉｓｃａｌｉ，ｔ－１＋α７ｔｅｃｈｉ，ｔ－１＋α８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１＋α９ｔｈｉｒｄｉ，ｔ－１＋ε （４）

其中，经济效率ｐｇｄｐ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用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ｐｏｌｙｉ，ｔ－１表示省份ｉ在ｔ－１年的多中心结构水平。同时，为了考察多中心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

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多中心指数的平方项ｐｏｌｙ２ｉ，ｔ－１。另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ｇ表示省份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本文使用价格指数法来构建区域市场一体化指数。价格指数法
指出，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商品在运输过程中会损耗部分价值。如此一来，即便两地市场不存在贸
易壁垒，相同产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比也不一定会接近１。只要产品的相对价格能够在特定区间内
稳定波动便可认为两地市场是整合的。本文对各个省份的商品进行分类，按照盛斌、毛其淋（２０１１）
的方法计算出各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数，然后对此市场分割指数的倒数开根号来获得各省份的市场一
体化指数，为避免占用过多篇幅，具体测算过程备索。

此外，本文根据相关代表性研究，设定了若干可能影响城市经济绩效的控制变量。人口规模

ｐｏｐ，一般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Ｃｏｍｂｅｓ
＆Ｇｏｂｉｌｌｏｎ，２０１５），本文用全市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表示。ｉｎｖｅｓｔ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本文以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ＦＤＩ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外资企业能够通过
直接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往往能够通过向跨国公司学习和模仿实现生产效
率的提升，本文用全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ＧＤＰ比重来表示。ｆｉｓｃａｌ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本文用全市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表示。ｔｅｃｈ体现了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般而言，人力资本
水平越高的地区具有越高的经济效率，本文用全市科学技术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表
示①。ｓｅｃｏｎｄ和ｔｈｉｒｄ体现了城市的产业结构，本文用全市的二、三产业的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表
示；ε表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代入回归模型中。

（二）多中心指数的构建
本文借鉴 Ｍｅｉｊｅｒｓ　＆Ｂｕｒｇｅｒ（２０１０）的方法，运用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法则从形态上来衡量地区的

多中心水平②。具体测算思路如下：

ｌｎＲｉ，ｔ ＝Ｃ－ｑｌｎＬｉｇｈｔｉ，ｔ （５）

其中，Ｒｉ，ｔ表示ｔ年城市ｉ在全省范围内的灯光亮度排名，Ｌｉｇｈｔｉ，ｔ表示ｔ年城市ｉ的夜间灯光亮
度，Ｃ是常数。本文将每年各省份的每个城市的灯光亮度和排名数据代入式（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不同省份在不同年度中的ｑ值。ｑ值越大，意味着省份内规模排名前几位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越小，空间形态趋向于多中心；反之，ｑ值越小，意味着该省份的空间形态趋向于单中心。此外，考虑
到中国不同省份的城市数量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使得不同省份的多中心指数更具有可比
性，本文对各省份内夜间灯光亮度排名前２位至前４位的城市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然后取ｑ的平均
值作为各省份的多中心指数（Ｍｅｉｊｅｒｓ　＆Ｂｕｒｇｅｒ，２０１０）。同时，由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是直辖市，
以及新疆、西藏、青海和海南的地级市数量太少且数据缺失较多，本文的研究样本剔除了这８个省（自治
区）市。最终，本文研究样本涵盖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３个省（自治区）和省内各地级城市。

—４７—

①

②

现有研究经常采用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水平，但城市层面的高校在
校学生人数数据缺失较多，大大降低了数据质量。为此，本文用科学技术从业人员占比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是从形态上的多中心来对各省份的空间结构进行测算，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功能上的多中心来测算区域空
间结构。功能的多中心主要强调区域内节点城市多方向的对外联系，在测算过程中需要流数据（包括通勤流、资金流
等等），对于本文而言，功能多中心所需要的流数据难以获得，便测算了形态上的多中心。



本文采用夜间灯光亮度来测算区域多中心结构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若是用经济体量来衡量城
市规模位序，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城市出现的行政范围变更会降低同一城市在前后年份的数据
可比性。另一方面，若是用人口规模来衡量城市规模位序，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的户籍人口数据并不
能精确反映常住人口规模，这会降低利用人口规模测算多中心结构的准确性。相比之下，精确至街
区层面的夜间灯光数据不仅能够剔除行政区划变更的影响，而且夜间灯光亮度集合了人口密度与人
均收入两个维度的信息，能够较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并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和
空间形态的有效替代指标（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地球物理中心，目前共有１９９２—２０１３
年２２年的影像。夜间灯光亮度是由若干气象卫星共同采集而来，受云层或雾霾天气等的影响，不同
卫星传感器捕获的同一地区的灯光影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灯光影像中亮值像元的ＤＮ
值总和不相等，以及相同位置的亮值像元的ＤＮ值也不一致（ＤＮ值是遥感影像像元亮度值，记录了
地面上物体的灰度值，即黑白图像中点的颜色深度）。因此，本文借鉴刘修岩等（２０１７ａ）的做法，运用
不变目标区域法对各地区灯光影像的像元ＤＮ值进行了连续性和饱和校正，随后基于２０１１年的行
政区划作为基准，提取不同年份不同地理范围内的夜间灯光数据，由此便可消除由行政区划调整带
来的数据可比性下降的问题。基于校正后的灯光数据计算的多中心指数来源于刘修岩等（２０１７ｂ）。

表１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多中心指数排名前１０位的省份。

表１　近年来我国多中心指数排名前１０位的省份

排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

１ 广东（４．０３７） 广东（３．１１４） 广东（２．５２７） 山东（２．７２２）

２ 山东（３．００９） 山东（２．９４０） 山东（２．４７２） 广东（２．４７４）

３ 福建（２．００７） 福建（２．０９９） 江苏（２．１３９） 内蒙古（２．４６８）

４ 内蒙古（１．７８２） 江苏（１．７０５） 福建（１．８５２） 江苏（２．０８７）

５ 河南（１．５１９） 内蒙古（１．６４５） 内蒙古（１．８３５） 福建（１．９８２）

６ 安徽（１．４６４） 安徽（１．４９０） 安徽（１．４８８） 安徽（１．８６１）

７ 江苏（１．３４７） 山西（１．３８７） 河南（１．３７５） 山西（１．５０４）

８ 山西（１．３４５） 河南（１．３５０） 江西（１．３４７） 江西（１．４７４）

９ 河北（１．３２８） 江西（１．２３０） 山西（１．３３８） 宁夏（１．４９６）

１０ 湖南（１．２９９） 河北（１．１９３） 宁夏（１．３３１） 河南（１．４１０）

　　

同时，本文运用变换的首位度指数ｐｒｉｍａｃｙ作为多中心指数的替代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
指数越大，表明空间形态越趋向多中心结构，测算公式如下：

ｐｒｉｍａｃｙ＝１－规模最大的城市灯光亮度／省份灯光亮度总和 （６）

图１和图２分别展示了多中心指数、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散点分布和拟合曲
线，可以发现，两个拟合曲线均呈现一定程度的先升后降的“倒Ｕ”型特征，这初步表明城市经济效率
可能将随着区域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图１　多中心指数与经济效率拟合曲线　　　　图２　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与经济效率拟合曲线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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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估计
表２展示了运用ＯＬＳ估计得到的多中心结构对中国城市人均ＧＤＰ的影响结果。根据第（１）列

可以发现，多中心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的城市
经济效率。然而，在加入多中心指数的平方项之后，结合第（２）列可知，多中心指数一次项的估计系
数在显著为正的同时，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则为负数但不够显著，即多中心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促进作用，而可能呈现先扬后抑的“倒Ｕ”型特征。在控制了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之后，多中心指数和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如第（３）（４）两列所示），假说１得
到了初步验证。这意味着，各省份在建设多中心结构的过程中要注意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适度差距
和避免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城市之间过于接近的发展水平反而不利于市场整合和经济效率的
提升。
本文对此现象的理解为，在区域多中心结构处于较低水平时，一城独大的空间结构容易加剧地

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进而引致资源误置和经济效率的损失。随着次级中心城市的逐步崛起，一方面，
区域多中心水平的提升缩短了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同规模的城市会在市场力量下自发形成分工
明确和市场共享的区域合作体系，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张学良等，２０１７）；另一方面，多中心
结构的形成有助于次级中心城市承接来自中心大城市的产业转移，这既能够缓解中心城市的市场拥
挤，也能够优化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而带来经济效率的改进。然而，当区域多中心水平过高时，
意味着城市之间发展水平过于接近，反而引致城市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经济效率由此受到抑制（陆
铭等，２０１１）。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城市规模体系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建设次级中心城市削弱了
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对周边城市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经济效率由此受到抑制（孙斌栋、李琬，

２０１６）。此外，方创琳（２０１４）研究发现，在我国市场分割现象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部分城市不顾自
身发展特征盲目加入城市网络建设，导致城市网络多中心水平上升的同时，城市之间并未形成有效
合作。由此不难理解，从长期来看，多中心结构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 Ｕ”型特
征。同时，市场一体化指标ｉｎｔｅｇ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表明，区域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效率
的提高，原因在于，由地方保护引致的市场分割严重扭曲了要素配置效率，打破市场分割、促进要素
流动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人口规模ｐｏｐ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经济效率。此结果也意味

着继续扩张城市规模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刘修岩等，２０１７ａ）。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ｅｓｔ
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改善。外商
直接投资ＦＤＩ同样能够改善城市经济效率，这主要受益于外商带来的资本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
此外，与我们经验直觉相一致，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政府财政支出
的增加也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财政收入中有相当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科学教育投入等，这些均是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在产业结构方面，在我国当前工业和服务
业协同并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均是推动我国经济效率进步的重要因素。

表２　多中心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基准估计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ｔ－１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６）

０．２２３＊＊＊
（０．０６７）

１．１９８＊＊＊
（０．０５２）

１．１０９＊＊＊
（０．２２８）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２）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６７—



续表２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ｐｔ－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２０１＊＊＊
（０．０１４）

ｉｎｖｅｓｔｔ－１
０．４１２＊＊＊
（０．０６３）

０．７７２＊＊＊
（０．０６２）

０．９７７＊＊＊
（０．０５９）

０．９６０＊＊＊
（０．０５９）

ＦＤＩｔ－１
０．１５０
（０．４４６）

０．５７２
（０．４６９）

２．８７７＊＊＊
（０．４８０）

２．４６３＊＊＊
（０．４８６）

ｆｉｓｃａｌｔ－１
０．７２３＊＊＊
（０．２００）

０．４７６＊＊
（０．２０３）

０．８９６＊＊＊
（０．１９７）

０．８１５＊＊＊
（０．１９８）

ｔｅｃｈｔ－１
０．９１２＊＊
（０．４４２）

０．９３１＊＊
（０．４６２）

０．９２０＊＊
（０．４２２）

０．９５３＊＊
（０．４２０）

ｓｅｃｏｎｄ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

ｔｈｉｒｄ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４．３３５＊＊＊
（０．１４６）

３．７５０＊＊＊
（０．１４６）

３．９５３＊＊＊
（０．１７６）

３．１５４＊＊＊
（０．２４５）

年份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７７　 ０．４８６　 ０．５７９　 ０．５８１

观测值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数值表示标准误，下同。

值得注意的是，多中心结构与经济效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关系。为此，本文运用工具变
量估计再次检验多中心结构与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遵循具有强外生性且与多中心结构
密切相关的原则来构建工具变量，具体思路如下：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发现，城市经济密度与地表
粗糙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此外，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水文条件，大城市的规模
与水资源丰裕程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刘沁萍等，２０１２）。为此，本文拟将地表粗糙度
和河流密度这两种严格外生的自然地理变量作为多中心结构的工具变量①。然而，本文研究样本是
面板数据，而地表粗糙度与河流密度在较长时期内并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明显改变，这就需要
我们继续寻找一个外生时变变量与之相结合。本文选取人民币年度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外生冲击变
量②。原因在于，由汇率变化导致的人民币贬值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的出口贸易（Ｔ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相比于中小城市，中心大城市往往能够凭借其本地市场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在贸易扩张
中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经济环境，吸引各类要素集聚并引致城市规模的更快扩张，区域内城市规模差
距扩大，进而表现为区域空间形态的单中心化（藤田昌久、雅克－弗朗斯瓦·蒂斯，２０１２；李威等，

２０１７）；反之，则使得区域空间形态趋于多中心结构。最终，本文将地表粗糙度与汇率倒数乘积、河流
密度与汇率倒数乘积这两个变量作为多中心结构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３。

根据第（１）（２）两列我们发现，不论是否控制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多中心指数一次项的估计系
数分别为１．６１７和６．５５３，相应的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则为－０．３５４和－１．３２６，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这再次证明了多中心发展模式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倒Ｕ”型影响特征（假说１），这也意味着，从经
济效率视角出发，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并非是一把“万能钥匙”，而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过于均衡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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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借鉴Ｒａｍｃｈａｒａｎ（２００９）的测度方法，本文用各省份高程数据的标准差来表示地表粗糙度。关于河流密度，本
文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算出各省域三级及以上河流的总长度，然后除以省域面积获得。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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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空间结构反而会抑制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此外，第（３）（４）两列展示了以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作
为多中心指数的替代变量的估计结果。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估计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依然未发生变
化，这表明本文基准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同时，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拒绝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的假
设，两个工具变量弱识别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这一假设，即河流密度／汇率以及地
表粗糙度／汇率作为多中心指数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这也在较大程度上说明，相比于ＯＬＳ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更为合理和严谨。限于篇幅，本文接下来仅展示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表３　多中心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工具变量估计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ｔ－１
１．６１７＊＊＊
（０．２５５）

６．５５３＊＊＊
（２．２２４）

４．６７８＊＊＊
（１．６７２）

７．４７３＊＊＊
（１．４９４）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０．３５４＊＊＊
（０．０６５）

－１．３２６＊＊
（０．３９３）

－２．２９９＊＊
（１．１００）

－４．３７６＊＊＊
（０．９８２）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ｐｏｐｔ－１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３）

ｉｎｖｅｓｔｔ－１
０．５３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０）

０．５５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９）

ＦＤＩｔ－１
０．３６７
（０．５０６）

０．８７７＊
（０．４８５）

１．１７５＊＊＊
（０．４３５）

２．４７２＊＊＊
（０．３９８）

ｆｉｓｃａｌｔ－１
０．７８９＊＊＊
（０．２２９）

１．０２８＊＊＊
（０．２５５）

０．１３０
（０．２０２）

１．１９３＊＊＊
（０．１９６）

ｔｅｃｈｔ－１
１．１１８＊＊
（０．５０２）

０．８２８＊
（０．４３２）

０．８１７＊
（０．４４６）

０．２９４＊＊
（０．１３９）

ｓｅｃｏｎｄｔ－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

ｔｈｉｒｄｔ－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３．４８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３３
（１．９３８）

２．０４４＊＊＊
（０．６５４）

２．４０９＊＊＊
（０．５９２）

年份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２６　 ０．５９３　 ０．４８５　 ０．６０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河流密度／汇率弱识别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地表粗糙度／汇率弱识别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同时，本文分别检验工具变量对多中心结构和人均ＧＤＰ的影响，以进一步观察本文构建的工具
变量是否满足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与被解释变量无关这一条件。根据表４中第（１）（２）两列可知，
河流密度／汇率、地表粗糙度／汇率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４６７和－０．００４，且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以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替换多中心指数之后，两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如
第（３）（４）两列所示）。这表明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与多中心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同时，根据第
（５）（６）两列，河流密度／汇率、地表粗糙度／汇率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
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由此可知，河流密度／汇率、地表粗糙度／汇率作
为多中心结构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基础。

—８７—



表４　工具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估计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人均ＧＤＰ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河流密度／汇率 －０．４６７＊＊＊
（０．０７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１０）

－０．４５２
（０．４９３）

地表粗糙度／汇率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１．６０８＊＊＊
（０．０４９）

１．６９４＊＊＊
（０．０４４）

０．８７９＊＊＊
（０．００７）

０．８４２＊＊＊
（０．００７）

８．９６８＊＊＊
（０．１１２）

８．８２１＊＊＊
（０．０８６）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３７　 ０．１６９　 ０．１３１　 ０．５８９　 ０．５８９

观测值 ３７８１　 ３７８１　 ３７８１　 ３７８１　 ３７８１　 ３７８１

　　

既然区域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倒Ｕ”型影响，那么我国是否存在超过最优
水平的地区而导致城市经济效率反而受到多中心结构的抑制？为此，本文参考陈旭等（２０１６）的思
路，根据表４中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计算出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拐点，并找出多中心指
数位于拐点右侧的地区，结果如表５所示。可以看出，样本期内我国出现多中心水平过高的地区主
要为广东和山东这两个省份。当然，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多中心水平尚处于拐点的左侧，这些区
域的城市经济效率随着多中心结构的发展而提升，这意味着我国在多中心城市网络建设上仍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计算的拐点是在特定样本下的最优水平，随着各省份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

等条件的发展，各省份多中心结构的最优值也会发生变化。如此一来，多中心水平的最优值不一定
是“倒Ｕ”型曲线的某一固定值，而是具有一定的范围。

表５　样本期内超过拐点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

山东省（３．１５０） 山东省（２．７００） 广东省（２．５１４） 广东省（２．４７４）

广东省（３．７３５） 广东省（３．０４３） 山东省（２．７２２）

　　注：括号里的数值是多中心指数。

为了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中国每年中长期贷款利率与河流密度、地
表粗糙度相乘作为多中心指数的工具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估计。选取中长期贷款利率作为外生时变
变量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率的波动往往会导致生产、投资等重大经济活动发生变化。若利率下降，中
心大城市凭借较为突出的“向心力”能够汇聚更多的生产要素，经济规模的扩张幅度超过中小城市，
导致区域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反之，利率上升，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化。相应的估计结果展示于
表６。与前文相比，多中心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的估计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现变化，多中
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倒Ｕ”型影响体现出较强的稳健性。

表６　更换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ｔ－１
２．４３４＊＊＊
（０．２５５）

１．８６０＊＊＊
（０．２１０）

１６．３６６＊＊＊
（２．９８７）

７．６１４＊＊＊
（２．４１５）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０．４７３＊＊＊
（０．０５１）

－０．２９６＊＊＊
（０．０３７）

－９．４４８＊＊＊
（１．９８３）

－３．８４８＊＊
（１．６１６）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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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１） （２） （３） （４）

年份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７７　 ０．５８３　 ０．６３２　 ０．７６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河流密度／利率弱识别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地表粗糙度／利率弱识别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３４３０

　　

（二）分样本检验
考虑到我国不同城市所具有的规模以及所处区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首先探讨多中心空间发展

模式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划分样本过程中，鉴于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
模差异较大，本文将各省份经济体量或人口规模排名靠前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其他地级市定义为
中小城市。根据表７，第（１）～（３）列展示了以人口规模排名为划分依据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多中
心结构对大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仍然呈现明显的“倒 Ｕ”型特征，相比之下，尽管多中心指数的一次
项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中小城市样本中分别为正数和负数，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否意
味着多中心结构对中小城市的经济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呢？为此，本文将多中心指数的平方项剔
除之后再次考察其对中小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如第（３）列所示。此时，多中心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这表明，中小城市的经济效率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提升。此外，基于经济体量排名进行
的分样本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如第（４）～（６）列所示。出现此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中小城
市而言，由于自身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相对不足，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能够缩短其与大城市之间
的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更容易通过与中心城市或次级中心城市的借用规模和产业合作提升本地经
济效率。正如霍尔和钱雯（２００９）所指出的，区域在多中心化过程中，较高等级的城市在向外围中小
城市扩散过程中，能够为中小城市带来更快的增长。
在市场整合方面，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在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排名前三名的城市中显著为

正。相比之下，在排名靠后的城市样本中，市场一体化并未对经济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出现此现
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城市之间市场壁垒的逐步打破，优质生产要素往往倾向于向中心大城市汇
聚以获取更高水平的回报（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中小城市的经济效率则因为优质生产要素的不足而
难以显著提升。

表７　多中心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分样本检验（分城市规模）①

经济排名≦３ 经济排名≥４ 经济排名≥４ 人口排名≦３ 人口排名≥４ 人口排名≥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ｔ－１
２．１０９＊＊＊
（０．４６３）

１２．４２３
（８．７９９）

０．９４０＊＊＊
（０．１０８）

３．９４４＊＊
（１．９０２）

２６．８７６
（１８．２２６）

１．１９２＊＊＊
（０．４５２）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０．３０９＊＊＊
（０．１２３）

－２．１３５
（１．５２７）

－０．７８０＊＊
（０．３５３）

－４．６３１
（３．１８５）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８—

①本文同时以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作为多中心指数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结果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为避
免赘述，该结果并未展示于正文中，留存备索。



续表７
经济排名≦３ 经济排名≥４ 经济排名≥４ 人口排名≦３ 人口排名≥４ 人口排名≥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３３　 ０．４８３　 ０．４４２　 ０．７７１　 ０．３４７　 ０．３４７

观测值 ６６０　 ２５８０　 ２５８０　 ６６０　 ２５８０　 ２５８０

　　

此外，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来探讨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
会因为区位不同而存在差异，结果如表８所示①。在第（１）（２）两列中，多中心指数一次项分别为

０．８４８和５．９７１，相应的平方项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１１６和－２．０２８，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在第
（３）列中，多中心指数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
“倒Ｕ”型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效率与多中心结构之间的“倒

Ｕ”型关系并不明显。这是否意味着多中心发展模式对西部城市经济效率并不能产生显著影响？情
况并非如此，在将多中心指数的平方项剔除之后再次对西部地区进行回归估计发现，多中心指数显
著为正。这表明多中心结构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此现象的理解
为，相比于多中心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早期的要素分布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并呈
现“一城独大”的单中心模式，城市之间较远的距离导致大城市难以对中小城市产生明显的带动作
用。随着区域多中心水平的提高，区域内较大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距离
也逐渐缩小，城市经济效率能够通过产业合作和规模借用等途径实现提升。因此，对于处于多中心
结构发展初期的西部地区，区域内城市经济效率能够明显受益于多中心结构带来的正向溢出。
为了检验此现象的稳健性，本文将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作为多中心指数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估

计，结果展示于第（４）～（６）列。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一次项以及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
分别为正数和负数，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较之下，该指数估计系数在西部地区样本中并不显著。
为此，本文将变换的首位度指数的平方项剔除之后，再次考察其对西部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此时，变换
的首位度指数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则显著为正。这再次表明，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经济效率的
“倒Ｕ”型影响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效率则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关于市场整合，市场一体化指标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尽管该指

标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从地理区位上看，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经济效
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此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省份面积
相对较小且城市数量较多，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遥远，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自然会通过
促进要素的跨城市流动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比之下，我国西部多数省份面积较大，城市之间
的地理距离较远，即使市场壁垒得到削弱，相对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的交流沟通成本大大阻
碍了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因此，市场一体化对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表８　多中心结构影响经济效率的分样本检验（分地理区位）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指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ｌｙｔ－１
０．８４８＊＊＊
（０．１２５）

５．９７１＊＊
（２．７１７）

１．２７９＊
（０．６８１）

０．７５２＊＊＊
（０．１７５）

０．８９５＊＊＊
（０．３１３）

６．５５４＊＊＊
（１．１３６）

１．６８４
（８．１８８）

７．７１７＊＊＊
（１．０８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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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样本中我国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共７个省份，中部地区由安徽、山西、吉林、

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这８个省份构成，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宁夏、云南、陕西、甘肃、广西、贵州这８
个省份或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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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指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１）

－２．０２８＊＊＊
（０．９１８）

－０．２５０
（０．１８８）

－０．５４４＊＊＊
（０．１８１）

－３．９７７＊＊＊
（０．７１５）

－０．６８７
（５．９０３）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５９７　 ０．６５５　 ０．６８３　 ０．６４５　 ０．５６８　 ０．６５７　 ０．７２９　 ０．７７６

观测值 １２６４　 １３０２　 ８６４　 ８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３０２　 ８６４　 ８６４

　　

（三）多中心结构与市场整合的交互效应分析
在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城市之间的市场融合程度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二者对城市经济

效率的影响并非是互相独立的，而是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
加入多中心指数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以考察二者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的交互效应，如式（７）
所示：

ｐｇｄｐｉ，ｔ ＝β０＋β１ｐｏｌｙｉ，ｔ－１＋β２ｐｏｌｙ
２
ｉ，ｔ－１＋β３ｉｎｔｅｇｉ，ｔ－１＋β４ｐｏｌｙ·ｉｎｔｅｇｉ，ｔ－１＋β５Ｃ　Ｖｉ，ｔ－１＋ε （７）

其中，ｐｏｌｙ·ｉｎｔｅｇ表示多中心指数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交互项，ＣＶ表示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
量。根据前文所述，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此时如果二者交互项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积极影响受到削弱。
这意味着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表９展示了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对经济效率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在第（１）列的全样本检

验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２２，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整体上看，我国多中心结构与
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即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积极影响
在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地区更为明显，随着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多中心发展模式对城市经济效
率的促进作用反而受到削弱。假说２得到了验证。对于此现象并不难理解，多中心结构对经济效率
发挥积极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减少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和促进经济互动，以减少
由市场分割引致的效率损失。但是，当区域本身具有较高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时，多中心结构通过加
快市场融合和促进要素流动提升经济效率的影响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市场一体化所取代。此外，
本文中介效应估计结果（篇幅所限，留存备索）显示，市场一体化在多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过
程中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
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因为打造多中心结构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缩短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距离，
促进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由于其他因素
（比如政府合作等等）而提高，那么多中心结构的部分功能便可以被市场一体化所取代。
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交互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地

区表现出了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在第（２）（３）两列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经济排名前三名城市中
为负值，但并不显著。相比之下，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排名靠后的中小城市中显著为负。这意味着
从城市规模差异上看，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中。此外，在
第（４）（５）两列中，交互项估计系数均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第（６）列中，交互项系数尽管为
负数，但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从区位差异上看，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替
代效应主要体现东部和中部地区。

—２８—



表９　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对经济效率的交互效应检验①

全样本 经济排名≦３ 经济排名≥４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ｔ－１
７．７４３＊＊＊
（２．４０６）

６．２８４＊＊＊
（２．００１）

８．４８５＊
（４．５２４）

１．７１４＊＊
（０．８６９）

１．７２６＊＊＊
（０．４６２）

１．９４８＊＊
（０．９８５）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１．２８９＊＊＊
（０．４１３）

－１．１０４＊＊＊
（０．３６４）

－１．４１５＊
（０．７６７）

－０．２６２＊
（０．１４５）

－０．５４２＊＊＊
（０．２１１）

－０．３６５
（０．３８５）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ｐｏｌｙ·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５８０　 ０．７１０　 ０．６２２　 ０．５１４　 ０．６０２　 ０．７２３

观测值 ３４３０　 ７７８　 ２６５２　 １２６４　 １３０２　 ８６４

　　

接下来，本文以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作为多中心指数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展示
于表１０。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与市场一体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尽管显著性水平略有降低，但仍体现了较好的稳健性。假说２从变换的首位度视角再
次得到了验证。此外，根据第（２）（３）两列可知，相比于经济规模排名相对靠后的中小城市，变换的首
位度指数与市场一体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大城市样本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第（４）～（６）

列发现，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与市场一体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样本中均显著为负，

相比之下，该交互项系数在西部地区样本中并不显著。可以看出，与表９的估计结果相比，变换的首
位度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交互影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展示出了较强的稳健性。再次证
明多中心发展模式与市场整合之间的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与东中部地区。

表１０　变换的首位度与市场一体化对经济效率的交互效应检验

全样本 经济排名≦３ 经济排名≥４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ｉｍａｃｙｔ－１
７．４１７＊＊＊
（１．５４８）

３．２０２＊
（１．７９３）

１１．８９４＊＊＊
（１．７８２）

４．０３６＊＊＊
（１．１５２）

３．０３０＊＊＊
（０．７２９）

１０．９１８＊＊
（４．２６７）

ｐｒｉｍａｃｙ２ｔ－１
－４．２７０＊＊＊
（０．９７７）

－１．５８０
（１．２６１）

－６．７８７＊＊＊
（１．１０８）

－２．３４４＊＊＊
（０．６６５）

－１．９１４＊＊＊
（０．４８３）

－５．４８０＊
（３．２８４）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ｐｒｉｍａｃｙ·ｉｎｔｅｇｔ－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６０４　 ０．７７４　 ０．６７１　 ０．４１２　 ０．６３０　 ０．６６８

观测值 ３４３０　 ７７８　 ２６５２　 １２６４　 １３０２　 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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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同时将经济体量作为人口规模的替代变量进行了交互效应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为避免占用过
多篇幅，估计结果并未展现在正文中，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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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从前文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多数省份的多中心指数尚未达到最优水平，城市经济效率尚处于随
着区域多中心水平上升而提高的阶段。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多数省份而言，只要继续在区域内打造若
干次级中心城市便可以促进城市发展？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多中心结构能够发
挥积极影响的关键在于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互动。地理距离是城市之间经济互动的天然屏障，
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之间经济互动的有形依托。如果区域内中小城市距离核心城市过远或者连接
城市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为落后，生产要素和技术信息等无疑难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多
中心结构中的大城市也很难通过借用规模和经济合作等途径对中小城市的经济效率产生明显的促

进作用。为此，本文将分别探讨省内城市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多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
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
首先，在地理距离的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基于每个城市的经纬度，运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算出省份

内各城市之间的平均直线距离以及最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平均直线距离，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
入地理距离与多中心指数的交互项来考察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在多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过

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得到的回归结果展示于表１１。根据第（１）（３）两列可以看出，多中心指数与城
市之间地理距离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
率的影响的确受到了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的影响，且距离越远，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作
用就越显著。然而，当加入多中心指数与地理距离平方项的交互项之后，相应的估计系数则显著为
负（如（２）（４）两列），这表明城市地理距离在多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倒

Ｕ”型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在省内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不是太远时，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有助于提
升城市经济效率。当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城市之间的经济连接性开始减弱，此
时随着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开始受到地理距离的
约束。

表１１　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的调节效应
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 其他城市与最大城市的平均距离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ｔ－１
３．７６１＊＊
（１．８９５）

３．８８８＊＊
（１．９４９）

３．７５９＊＊
（１．８１７）

８．３８２＊
（４．３０３）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０．５１２＊＊
（０．２６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４）

－０．５０３＊＊
（０．２４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６）

ｐｏｌｙ·ｄｉｓｔｔ－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１）

ｐｏｌｙ·ｄｉｓｔ２ｔ－１
－２．５３Ｅ－０５＊
（０．０００）

－７．７９Ｅ－０５＊
（０．０００）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６４９　 ０．６６７　 ０．６５４　 ０．６６２

观测值 ３３９２　 ３３９２　 ３３９２　 ３３９２

　　

其次，在既定的地理距离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人、物和信息在城市之间
的自由流动。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必然会影响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
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交通基础设施与多中心指数的交互项，来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在多
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本文运用各省区公路、铁路里程之和除以省区
面积得到交通基础设施水平ｉｎｆｒａ，同时以货运量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根据表１２中的第

—４８—



（１）列可见，多中心指数与交通基础设施一次项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否就意味着交通
基础设施的完善反而阻碍了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事实并非如此，当加入交通基础设
施平方项与多中心指数交互项之后我们发现，该指标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交通基础设施一次项的
交互项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在多中心结构影响城市经济效率过程中发挥了
明显的“正Ｕ”型调节效应。换言之，只有在交通基础设施较好的情况下，多中心结构才能够更加有
效地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同时，本文以货运量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替代变量的估计结果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如（３）（４）两列所示）。这也与现实经验相一致，在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地区，即使
城市规模体系呈现多中心空间格局，但城市之间由于高昂的交流沟通成本很难实现密切的经济互
动，多中心结构的规模借用和市场整合效应也难以发挥。

表１２　交通基础设施的调节效应
交通密度 货运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ｔ－１
７．７３７＊＊＊
（２．８８１）

４．４８３＊＊＊
（１．４８０）

１．９４６＊
（１．０１０）

１４．４７３＊＊＊
（５．１１４）

ｐｏｌｙ２ｔ－１
－１．３２６＊＊＊
（０．５０６）

－０．６４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９９）

－０．１７１＊＊
（０．０７４）

ｐｏｌｙ·ｉｎｆｒａｔ－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０）

－３．０８２＊＊＊
（１．０６８）

ｐｏｌｙ·ｉｎｆｒａ２ｔ－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１）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５６８　 ０．６４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５８

观测值 ３３９２　 ３３９２　 ３３９２　 ３３９２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对于处于高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能否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
型动力，这是中国在转型发展背景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经济效率之间
的紧密关系已被证实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具有强外生性的地理指标和宏观冲击指标构建较为合理的
工具变量，深入探索了区域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从总体上看，区域
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升后降的“倒Ｕ”型特征，且目前除了山东和广东这
两个省份存在由于多中心水平过高而抑制经济效率的现象外，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效率尚处于随着
多中心结构的发展而提升的阶段。（２）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倒 Ｕ”
型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和东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则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高
而增长。（３）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
和东中部地区。（４）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多中心结构影响
城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显著的“倒Ｕ”型和Ｕ型调节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未来城市网络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现实证据和政策启示。首先，从

整体上看，除了广东和山东这两个多极化发展较为明显的省份外，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应当逐步有序
打造多中心城市网络，同时注意保持不同规模层级城市之间的适度差距，形成核心城市明确、主配定
位清晰的空间发展模式，避免区域内过于均匀的空间结构导致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造成经济效
率受到损害。其次，对于那些长期由于较深程度的市场分割导致经济增长受阻的地区，通过打造多
中心空间结构不失为对市场一体化的一种有效替代。相反，对于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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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和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城市梯度式发展。再次，应加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城际交流沟通成本。多中心结构能够提升经济效率的外部约束是区域内要素的
充分流动以及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加强和完善城际之间连接性的基础设施能够显著降低要素迁移
成本和促进产业转移，进而有助于城市空间外部经济效应的传播和扩散。最后，多中心结构离不开
区域层面的整体规划，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跨城市的区域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逐步弱化甚至消除

ＧＤＰ考核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本地产业和要素的保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提供明确的制度支撑，
进而推动各城市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开展产业分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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